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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敦煌研究之路，引领后学四通八达

———项楚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启示录

赵义山，张芷萱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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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项楚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以王梵志诗、变文和歌辞等为代表的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大面
积精细校订与准确释读，帮助众多读者能够顺利地读懂这些文献。这既有功于恢复敦煌俗文学文献之真貌，又方便后学
利用这些文献展开研究，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便是项先生的大贡献、大功德。巡礼项先生的

敦煌学研究，可见其文化守护与传承的担当意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的艰苦磨砺，尊重学术、礼敬前贤的谦逊态度，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精神，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卓绝贡献，津梁后学、沾溉文林的永久功德。全面总结项先生敦

煌学研究的成就与影响，以及项先生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品格，对于继承项先生敦煌学研究，从而不断地将敦煌学引向深
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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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敦煌学，国外学者不论，但就中国已经作古的前辈学者而言，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闪光的名字：
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陈垣、陈寅恪、王重民、向达、王庆菽、姜亮夫、任半塘、潘重规、季羡林、周一良、
启功、曾毅公、蒋礼鸿、周绍良等等，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虽不专治敦煌学，但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也一同
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项楚师从２０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敦煌学研究，便是在前辈们敦煌
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向前开拓发展的。探骊得珠，后出转精，数十年间，项楚师以惊人的学识和毅力，
完成了《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等堪称项先生敦煌学研究（以下简称《项
学》）里程碑似的著作，由此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面貌，将我国建设成了世界公认
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为祖国争得了荣誉”［１］，将敦煌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其崇高的学术成就，被人誉
为“中国人文学术的标杆”［２］。
敦煌学最基础的工作，无疑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学者们所做贡献，我们以为通常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文献搜集整理、汇录传播，其学术价值在方便读者能看得到；二是精细校订、准确解释，其价值在帮
助读者读得懂；三是理论思考、系统总结，其价值在引导读者见得远；或贡献其一，或贡献其二，或三者兼
之。通观项楚师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其跨越文史，涵盖文学、语言、文字、音韵、历史、社会、民俗、宗
教、哲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考订研究，虽不限于前述三方面价值中某一方面，但其核心所在，则是通
过对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大面积精细校订、准确解释，从而帮助读者能顺利地读懂原始文献，正确理解原
文的文学与文化意蕴。项楚师近四十年用心专一，其所做大贡献在此，所立大功德在此，其影响后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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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此前，学界虽有同仁对项先生的治学特点和某些方面的贡献有简要介绍和评论，但缺少全面、系
统的总结，通过梳理，这对完整地了解项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从中获得应有的启示和教益，以此促进
敦煌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平生功业在敦煌

项先生《杜马屋存稿》中，除收录《〈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敦煌变文新校》等敦煌俗文
学文献研究文章之外，还收录了《寒山诗籀读札记》《卢仝诗论》《苏轼诗中的行业语》《〈文心雕龙札记〉的
审美影响》《读〈管锥编〉札记》等论述唐宋诗及其他文史杂著的文章，可见其学术视野所及，虽专注敦煌，
却又并不囿于敦煌而较为宽泛。但通观项先生敦煌学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白话诗、变文和歌辞等通俗文
学文献的考校与释读。

（一）以《王梵志诗校注》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整理研究
从项先生发表的论文看，其敦煌学研究，治理敦煌变文和王梵志诗几乎同时起步。就对敦煌文献中

保存的王梵志诗的校释而言，前辈学者在２０世纪前期的著述，如刘复《敦煌掇琐》、胡适《白话文学史》、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已经开始辑录或论述敦煌石室中发现的王梵志诗，到

２０世纪后期，赵和平、邓文宽发表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３］，稍后，张锡厚出版了我国第一个王梵
志诗的较全的辑本《王梵志诗校辑》［４］，鉴于这两部著作在校勘和注释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项先生开始
了王梵志诗的校释工作。这一工作似开始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５年完成。项先生曾在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回忆
说：“本书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撰，初稿写作于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其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
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集打算全文发表，因于同年年底将初稿誊清付之，现在再对这部誊
清稿加以修订，呈现给读者。”［５］３３这部约五十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在１９８７年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
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集全文刊载；其后经增补修订，于１９９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正式出版了７９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此后再经增补修订，于２０１０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约八
十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在校注和增订这一书稿的过程中，项先生陆续发表的论文有：《敦煌
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１年第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
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５年第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６年第２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梵志诗释词》（《中国语文》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王梵志诗论》（《文史》第３１辑，中
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王梵志的一组哲理诗（校释与评论）》（《敦煌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苏藏法忍抄本
王梵志诗校注》（《南开文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列１４５６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中华
文史论丛》１９８９年第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诗三条材料的校订与解说》（《敦
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５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敦煌写本斯四二七七王梵志诗校注》
（《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王梵志诗中的他人作品》（《敦
煌吐鲁番研究》第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这些论文，记载着项先生进行王梵志诗校订和注释的艰辛足迹和收获，与集大成的《王梵志诗校注》

一起，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其大面积的精审的文字校订、阐幽发微的诗意确释，以及诸如“‘王梵志
诗’绝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的重要论断等，为王梵志诗的顺利研读，可谓拨开了重重迷雾，由
此赢得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和赞誉。日本著名汉学专家入矢义高盛赞道：“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
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①日本的中原健二教授亦赞扬说：“本书的最大特点可说是注解中的旁征博
引，其校勘的精确也证明作者的渊博学识，读者会被本书引用的大量文献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自如地引
用了佛教经典、《太平广记》，乃至以变文为主的敦煌文献，而且又皆中鹄的，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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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入矢义高：《评〈王梵志诗校注〉》，《中国图书》（日本）１９９１年第１期，转引自张涌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项楚师的敦煌学研
究》，《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引而瞋目结舌。”①１９９８年，《王梵志诗校注》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可谓实
至名归。
项先生与唐代白话诗研究相关的重要著作，还有《寒山诗注》（巴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版）、《敦煌诗歌导

论》（巴蜀书社２００１年版），以及与张子开、谭伟、何剑平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
版，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寒山诗注》曾于２００２年获四川省第十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３
年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曾于２００７年获四川省第十
二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十种优秀成果），２００９年获教育
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些著作与《王梵志诗校注》一道，在唐代诗歌发展史研
究中别开新境，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二）以《敦煌变文选注》为代表的敦煌变文整理研究
自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１９２０年４月在《东方杂志》发表《敦煌发见唐朝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以

来，收藏于敦煌石室中的通俗说唱文学作品便逐渐进入我国学人视野。罗振玉《敦煌零拾·佛曲三种》、
刘复《敦煌掇琐》等开始零星收录和刊布这类说唱文学作品，郑振铎先生１９３１年３月在《小说月报》发表
《敦煌俗文学》一文，率先使用“变文”这一名称来指称这类通俗的说唱文学作品，并在其所著《插图本中
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其加以论述，尽管后来学界对这一名称展开过一些争论，但“变文”一名
最终还是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沿用至今。自此以后，变文之辑录、考释、论述者日渐增多，仅就文献
辑录、考释而言，继罗振玉、刘复之后，有向达所辑《敦煌丛抄》、周绍良所编《敦煌变文汇录》，可谓踵事增
华，门径大开；至１９５７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合作校订的《敦煌变文集》问
世，算是这一工作阶段性的集大成著述；１９５９年，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释疑解难，嘉惠
学林甚多。时隔二十多年后，直至１９８３年，中国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问世，补《敦
煌变文集》篇目之缺，纠校录之误，再将这一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尽管如此，但因这种文献的特殊性，
正如项先生所言，今天的读者“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障碍：一是原卷文字错讹满纸，夹杂着许多俗字别字，
有时达到‘难以卒读’的地步。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口语词汇，这在当时虽然是一听就懂，今天的
读者却感到索解为难。三是其中有许多描写佛教题材和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由于时代的变迁，今天的
读者就十分隔膜了”［６］７。因此之故，前述《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等，仍不免有不少失校、误校、
失解、误解之处，依然使读者难以逾越前述三个障碍，正是有鉴于此，项先生在２０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王
梵志诗校注的同时，也便开始了敦煌变文的选注工作。
从项先生《敦煌文学丛考》中收录的有关变文考论的文章看，这项工作以《敦煌变文语词札记》一文

起步，亦开始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为巴蜀书社即将出版的《敦煌变文选注》（１９９０年版）写
下前言，项先生敦煌变文整理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终于圆满结束。在这８年之间，记录着项先生关于
变文探考足迹的主要成果有：《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敦煌变文校勘商
榷》（《中国语文》１９８２年第４期）、《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３年第１辑，上海古籍出版
社）、《敦煌文学杂考》（《１９８３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版）、《〈伍子胥变文〉补校》（《文史》第１７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维摩碎金〉探索》（《南开学报》１９８３
年第２期）《变文字义零拾》（《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２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本〈孝子传〉补校》
（《敦煌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庐山远公话〉补校》（《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大
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补校》（《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古籍整理研究》第２７辑，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版）、《敦煌变文语词校释商兑》（《中国语文》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破魔变文〉补校》（《敦煌学辑刊》１９８６年
第２期）《〈降魔变文〉补校》（《敦煌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敦煌文学杂考》（《１９８３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
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敦煌文学研究漫谈》（《文史知识》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敦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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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原健二：《评项楚著〈王梵志诗校注〉》，《中国图书》（日本）１９９４年第６期，转引自张涌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项楚师的敦
煌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文字义续拾》（《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载《敦煌语
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这些成果后来大多收入《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所解决的问题，也都集中呈

现到洋洋７２万言的《敦煌变文集选注》（巴蜀书社１９９０年版）之中了，二书作为姊妹篇，一同展示了项先
生在敦煌变文研究中校异文、纠错讹、补遗缺、析疑义、辨异说、释纷争、复原貌、发幽微、寻真意诸方面的
扎实功底、深厚学养、聪明才智、谨慎态度和综合实力，其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令国人惊叹，也令世人
敬仰。中国台湾学者、著名敦煌文学研究专家潘重规教授特为此发表长篇书评，由衷地赞叹说：“项楚教
授是国内研究敦煌学的一位杰出专家。由于我见闻所限，只能看到他的部分著作，但尝鼎一脔，早已令
我心仪不已。”［７］“觉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裨补了专家学
者的阙失。赏奇析疑之余，不能自已的逢人‘说项’。因此，写成此文，向海内外同好们一吐心声。”［７］“底
本中许多看来是断不可通的错乱文句，经过作者精心校理，终于怡然理顺，豁然贯通。”［７］“统观作者此
书，从一字一句的解释，到通篇大意的熔贯，原作使用文字的特性，写作时代的环境背景，都一一加以透
视，详细说明。凭借作者丰富的学识，精密的心思，把几乎僵化了的作品，又活泼泼地重现眼前。使我读
后获得无比的乐趣；不敢独享，也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７］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江蓝生先
生也合撰《评项楚〈敦煌变文集选注〉》一文，充分肯定其成就：“这部《选注》既吸收了蒋礼鸿、潘重规、徐
振堮等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融汇了作者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在校勘和释义两方面都有很多
创获，可说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８］并以大量例证，论说此书的３大优点：“（一）校勘精
确”［８］“（二）释义惬当”［８］“（三）广征博引，说解透辟”［８］。日本著名汉学专家入矢义高在评论《敦煌文学
丛考》时说：“本书是由国际著名的项楚氏所著的，集其多年敦煌文学研究精粹之大成的著作，乃其前年
所出大著《敦煌变文选注》的姊妹篇。对其渊博深厚的学养及不知倦怠的猛烈钻研精神，我唯有钦佩叹
服之份。日前在此领域堪与项氏匹敌的，恐怕唯有美国的Ｖｉｃｔｏｒ　Ｈ．Ｍａｉｒ氏了。”①《敦煌文学丛考》一
书，曾在１９９５年获得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项先生在完成《敦煌变文选注》之后，并未就此停步，而是继续向前开拓，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增补工

作，其陆续发表的论文有：《〈维摩诘经讲经文〉补校》（《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５辑，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版）、《敦煌本〈燕子赋〉札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５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版）、《令章大师李稍云》（《中国文化》１９９１年第４期）、《佛经故事与中国古小说》（《菩提》１９９２年第１０
期）、《关于〈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一段唱词的校释》（《敦煌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敦煌变文语词校
释》（《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敦煌变文新校》（《岁久弥光》，巴蜀书社２００１年版）、
《〈庐山远公话〉新校》（《中国文化》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１８期）、《〈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四川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在１９９７年，项先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敦煌变文研究”，其结项成果《敦煌变
文选注》（二集）原拟单独出版，后来与《敦煌变文选注》合在一起，分为上、下编，由中华书局在２００６年出
版了《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选入篇目，由原来的２７篇，增加到４４篇；字数由原来的７２万字，扩展
到１１５万字，真正是洋洋大观了。
项先生在大约四十年前进行敦煌变文研究的同时，其高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资

深教授张涌泉教授，也与他的硕士导师郭在贻先生及其同门黄征教授一起，在敦煌学的另一重镇浙江大
学完成了以《敦煌变文校注》为代表的重要成果，与项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一起，共同将中国的敦煌学
研究推向高峰。２０１４年，项先生作为首席专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张涌泉教
授也加入这一研究项目，东、西敦煌学研究的两大重镇紧密合作，必将再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三）以《〈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为代表的敦煌歌辞研究
项先生在完成《敦煌变文选注》之后，在１９９７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变文研究”之前，曾有五年

—４—

① 入矢义高：《评〈敦煌文学丛考〉》，《中国图书》（日本）１９９２年第２期，转引自张子开《项楚与敦煌学研究》，《中国文化》２００１年第

１７－１８期。



左右的时间投入了敦煌歌辞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原本也是大家云集。自王国维于２０世纪初在《唐
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观堂集林》卷２１）中首次披露敦煌写本所载《凤归云》
《天仙子》《望江南》《菩萨蛮》等曲子词以来，引起罗振玉、董康、刘复、朱祖谋、龙沐勋等人的兴趣，他们相
继展开收辑，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最终完成了《云谣集杂曲子》的辑录工作。其后，词学及文献学前辈专
家周泳先、冒广生、唐圭璋、王重民等都有敦煌词钩沉辑佚的撰著，其中最重要者是王重民先生在１９５０
完成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曲子词集》，收词１６０余首，是第一部收录作品最多的敦煌歌辞专
集。继王重民之后，任二北先生亦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先后出版《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二书，并在
约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了《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这一集大成的著作，全书七
卷，共收录作品凡１３００余首。任先生是唐代声诗、歌辞及元散曲研究大家，贡献卓著。尽管任先生在敦
煌歌辞的校释中也取得显着成绩，但因敦煌写本文献太过特殊，索解不易，因此，《敦煌歌辞总编》中“待
校”者甚多，因对一些俗字、俗语、史实失察，对部分佛典、佛语、佛理不明，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少，再加之
随己意误校、误改、误判者亦多，因此，在给读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甚至误导。有鉴于此，
项先生又对《敦煌歌辞总编》进行了长达五年左右的匡补工作，记录这一工作的主要阶段性成果有：《〈敦
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上）》（载《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１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一）》（《文史》第３５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Ｓ５５８８号写本之再探索———
〈敦煌歌辞总编〉［求因果］匡补》（《九州岛岛学刊》１９９２年第４期）、《〈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二）》（《文史》
第３６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三）》（《文史》第３７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敦
煌本〈行路难〉之再探讨》（《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敦煌歌辞总
编〉匡补（四）》（《文史》第３８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五）》（《文史》第３９辑，中
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六）》（《文史》第４０辑，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敦煌歌辞总
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这些成果最终汇集成１８万字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一书，由巴蜀书社在２０００年出版①。该书匡

补任氏《敦煌歌辞总编》之错讹或不当，皆以“楚按”二字标出，据我们初步统计，书中出现的“楚按”，多达

５６０余条，而每一条“楚按”下面，其纠谬、正讹，或一处、或数处，保守估计，全书所匡补之处，当数以千
计，这对于敦煌歌辞的正确释读，真是功莫大焉。
综上所述可知，项先生在以王梵志诗、变文和歌辞等为代表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整理研究中所付出的

辛劳是何等巨大！其帮助读者正确阅读敦煌文献的作用又是何等重要！假如没有这些纠谬正讹的项氏

著述，普天下读者因误读原始文献而导致的郢书燕说，当不知凡几！

二、沾溉文林启八方

当无数读者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等著作的帮助下读懂敦煌文献
之后，藉以研究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社会、文化、宗教、民俗、音乐等等，便可以各逞所能，各见其
长了，故以之为参考文献而写成专著之中外学人，不知凡几！其接受沾溉启迪之八方学子，又不知凡几！
我们仅以《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三书出版之后，在期刊和硕博论文中的
参考引用情况做一简单的检索统计，便可概知一二了。

（一）《王梵志诗校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诗歌研究是比较大众的学科，而唐诗研究，又是长期居于古代诗歌研究首

位的，所以《王梵志诗校注》被参考引用的概率要高于其他两种著作而居于首位（见表１）。

—５—

① 按：据项楚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所作序言可知，该书初稿曾由中国台湾林聪明教授收入《敦煌丛刊二集》，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
司于１９９５年１月出版，因未经本人校对，错误甚多，后经校改补充，改由巴蜀书社出版。



表１　《王梵志诗校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期刊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合计 备 注
1987

1.《王梵志诗校注》初稿，1987 年由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第四

集全文刊载； 其后经增补修订，于

1991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

版；其后再经增补修订 ，2010 年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

2. 表中数据不包括项先生本人论

文。

3.参考引用 《王梵志诗校注 》的论

文篇数，如按学科分布统计，如下：

哲学与人文 539 篇； 社会科学 16

篇； 信息科技 30 篇； 经济与管理

21 篇。 （按：不同学科之间有交叉

重复）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2 2
1994 4 4
1995 1 1
1996 1 1
1997 2 2
1998 2 1 3
1999 2 2
2000 3 3
2001 4 1 5
2002 8 1 2 2 13
2003 7 9 5 21
2004 9 7 3 19
2005 12 7 9 28
2006 17 15 7 39
2007 18 11 8 2 39
2008 17 1 13 1 32
2009 20 6 8 1 35
2010 14 6 10 2 32
2011 14 11 10 35
2012 19 6 9 34
2013 23 8 7 1 39
2014 22 5 11 38
2015 18 5 8 1 32
2016 30 6 8 1 45
2017 21 4 7 32
2018 14 4 13 31
合计 302 113 138 12 565

（二）《敦煌变文选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
《敦煌变文选注》与《王梵志诗校注》两书出版的时间相近，后者之初稿比前者早三年面世。但如果

就正式独立出版的时间而言，《敦煌变文选注》还比《王梵志诗校注》早一年，但《敦煌变文选注》的被参考
引用数，却比《王梵志诗校注》还少了九十余篇，其原因已如前述，因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散文受到的
关注度远不如诗（见表２）。

表２　《敦煌变文选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期刊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合计 备 注
1991

1.《敦煌变文选注 》，1990 年由巴

蜀书社初版；2006 年由中华书局

出版增订本。

2.表中数据不包括项先生本人论

文。

3.参考引用《敦煌变文选注》的论

文篇数， 如按学科分布统计 ，如

下：哲学与人文 430 篇；社会科学

8 篇 ；信息科技 56 篇 ；经济与管

理 17 篇。 （按不同学科之间有交

叉重复）

1992
1993 2 2
1994 2 2
1995 1 1
1996 2 2
1997 3 3
1998
1999 8 8
2000 4 1 5
2001 5 2 7
2002 3 2 5
2003 11 4 1 16
2004 7 6 13
2005 5 1 1 7
2006 5 5 2 12
2007 8 5 6 2 21
2008 19 3 8 30
2009 19 2 6 1 28
2010 23 2 4 4 33
2011 22 6 10 38
2012 24 6 8 38
2013 25 6 6 1 38
2014 21 4 8 33
2015 23 3 11 1 38
2016 17 6 11 34
2017 25 2 8 35
2018 17 4 5 26
合计 301 67 97 9 474

（三）《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
相比之下，《敦煌歌辞总编匡补》被参考引用，要比前述两书少得多（见表３），虽然此书相对晚出，但

—６—



这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则，与诗文相比，词曲相对属于小众学科，其关注度不及诗文；
二则此书当年由地方出版社出版且仅印１０００册，社会流传不广，很多人只知有《敦煌歌辞总编》，但却很
少知道还有一部十分重要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故此书本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尚未能得到充分发
挥，这真是学界尤其是词学界的一大憾事。

表３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期刊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合计 备 注
2000

1.《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最初由台

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1995 年出

版，因未经本人校对，错误甚多，后

经校订， 在 2000 年改由巴蜀书社

出版。

2. 表中数据不包括项先生本人论

文。

3.参考引用 《敦煌变文选注 》的论

文篇数，如按学科分布统计，如下：

哲学与人文 63 篇；社会科学 1 篇；

信息科技 13 篇；经济与管理 5 篇。

（按不同学科之间有交叉重复）

2001 2 2
2002 1 1 2
2003 2 2 1 5
2004 1 4 1 6
2005 1 1 2
2006 2 2 4
2007 1 1 2
2008 1 1
2009 3 1 2 6
2010 1 1 2
2011 3 2 5
2012 2 1 3
2013 3 1 1 5
2014 2 1 2 5
2015 1 1 2
2016 4 1 2 7
2017 2 1 2 5
2018 5 1 6
合计 33 16 15 6 70

因为事冗时仄，又因眼疾读写不便，项先生其他著作被学界引用情况，尚未能一一考察；未进入知网检索
系统的专著和部分以书代刊的论文集，也无力涉及；对《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
三书被参考引用的情况，也仅仅只考察了中国大陆，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欧、美、日、韩等地，也都尚
未纳入考察范围；但是，仅中国大陆而言，其接受影响的学科范围、学者范围、地域范围，便已十分广泛。就学
科范围看，从知网检索的大门类可知，其参考引用项先生著作的大学科门类，便有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等等；如果从学者层次来看，有教授、博士、硕士，有专门研究某一方向的学者，也有
一般的社会读者；如果从接受影响的学者之地域分布而言，就更是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了。项先生近四十
年来孜孜不倦地进行敦煌文献的校订考释，尽最大努力帮助学人读懂敦煌文献，正确理解原文献的意义，从而
进行各自的深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项先生的这种大面积精准考订与校释，仿佛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位披荆
斩棘者，以自我一己的辛劳，为八方学子的前行，开辟了道路，扫除了障碍，其艰苦卓绝的贡献，必将赢得凭借
其大著的津梁而四通八达的学者们永久的崇敬。

三、刮垢磨光守护志

全面总结项先生对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贡献，仔细考察项先生的治学路径及其成就和特色，能让我
们获得多方面的启示和教益。

（一）文化守护与传承的担当意识
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只有接受过人类优秀文化的人，才有坚定不移的文化守

护与传承意识。文明智慧者自觉守护与传承文化，反之狭隘自私地占有甚至无情地糟蹋，此一点，古今
中外概莫能外。我经常想，凡是以文化人自居者，就应该像项先生那样，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以文化的
守护与传承为己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方面，项先生没有自我宣传，也没有慷慨之词和
豪壮之语，他只是默默地、永不知疲倦地去做，不曾有过动摇，也不曾有过躁动不安，他几十年如一日地
眷恋着自己的那条冷板凳，但最终做出令世人敬仰的成就和贡献来，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所谓
学为人师，身为世范；正所谓功到自然成，德高声自远。
项先生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０日晚曾在四川大学做过一场学术报告，一位研究生同学曾用手机记录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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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内容，并将其整理后发在网上。其中有不少项先生报告原话的记录，有一段原话是项先生回忆当年
在敦煌的一段工作经历：

我当时拿到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可以打开莫高窟所有的洞门。那段时间，我真的能感受到“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的心中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忘掉了一切，好像敦煌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９］

记录完这段原话之后，那位同学又用自己的话简述道：“但他又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临时
工，并没有认识到敦煌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意识到自己此时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只是想赶紧干完。但
是有一天晚上的经历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９］紧接着，那位同学又记录下项先生的另一段原话：

一个晚上我醒来，我的四周是一片寂静，那是一种有生命的寂静。我的视线里漆黑一片，
只能看见头顶的星空。这时我好像听到了隐约传来的声音，仔细听了一下才发现那是莫高窟
钟楼的铃铛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声音好像从远处传来，从历史传来，这声音是唐代的声音，
是丝绸之路的声音。此刻仿佛我看到的壁画全部都动起来了。我知道我的一生将要与敦煌结
缘。从此以后我抄写卡片不再是以一个临时工的心态来工作，而把它当做我的终生事业。［９］

是的，从那时起，项先生就已经将敦煌文献整理作为文化守护与传承的“终身事业”，始终不渝，毫不
动摇。要感谢那位研究生同学（可惜不知其名）如实地记录下项先生的原话，让我们可以随项先生的追
忆，领略他那份立志献身祖国传统文化守护与传承的赤子之心、鸿鹄之志！
此外，项先生还曾在《敦煌文学研究漫谈》一文中谈到：
敦煌文学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创作，经过一千年的历史尘埋，今天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

光彩。目前我正在写作《敦煌变文选注》，集中了变文中的精华作品详加诠释，目的就是为更多的学
者来研究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使这份遗产能够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１０］

项先生说得非常好！对于敦煌文献，“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光彩”，“使这份遗产能够逐步
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项先生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便是一个文化人对
于文化守护和传承的自觉的责任担当意识，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才可能有终身无悔的献身精神。可以这
样说，项先生的学问，不仅是以他的聪明才智在做，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的生命构成，以自己的心血和躯命
在做。愚钝如我辈，虽不以敦煌学为终身事业而另有学科职责，但项先生之文化守护与传承之担当意
识，敢不僶俛效之，以为楷模。

（二）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的艰苦磨砺
如果仅有文化守护与传承的责任担当意识，但没有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扎实功底和深厚学养，就只

能是空怀壮志了。项先生之所以能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中取得举世闻名的卓著成就，除了他立志文化
守护与传承的担当意识外，就与他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功底以及过人的聪明才智分不开的。但是，这深
厚的学养和聪明才智，却并非得之于先天禀赋，而是出自于后天的勤苦积累和艰苦磨砺。
项先生在《敦煌文学研究漫谈中》回忆了他走上敦煌文学研究道路之后，因志在攻克阅读敦煌文献

所遇到的俗字、俗语、佛典等“三个障碍”，于是重新学习、发奋苦读的情形：
敦煌文学（这里主要指敦煌俗文学）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难题多如牛毛，因此我把继续攻克

这三个障碍作为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
这就需要重新学习。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

根底。这一次则是埋头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例如《大藏经》、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
的许多著作，《全唐诗》等总集读了不止一遍，《太平广记》本是供查阅的，我也逐条读完，这就等于分
门别类地读了许多古佚书的残文。在这个基础上，再旁及别的杂著乃至某些较偏僻的著作。

……
在读书中搜集解决问题的资料，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搜集解决新的问题的数据，使

知识像雪球般越滚越大，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如此往复不已，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领
域和治学门径。［１０］

如此关起门来苦读众多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甚至是比较偏僻的大部头僻书，肯下这种“笨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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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当今学界，不知还有几人？即便还有其人，是否“笨”到了如此程度？在苦读中“使知识像雪球般
越滚越大”，这便是“积学以储宝”的过程；而“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这便是融会贯通的本领；把这些
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融会贯通地运用于诸多问题的考论和道理的反复寻绎之中，从而提高思辨能力，这
便是“酌理以富才”的过程；总之，只有知识储备到位，思维训练到位，又善于融汇贯通，才能在问题分析
和语言表达中显示出相应的智能和才华来。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词。”［１１］写作的训

练与磨砺是如此，学术的训练与磨砺又未尝不是如此。项先生因其经过了超越常人的勤苦磨砺，所以能
在敦煌文献的考校释读中，得心应手地、综合性地运用各方面知识，不断地对敦煌文献进行“刮垢磨光”，
从而能复其真貌，寻其真意，把那些“多如牛毛”的问题，解决得妥帖圆满，这才不能不引起国内外同行权
威专家们一致的折服与惊叹。诚如项先生所言：

各种学术之间从来就不是隔绝的，现代学术研究已经显示出综合性的趋势。研究敦煌文
学，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那么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相关学科上也下一番功夫，就
是必要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门门精通，可是学识的深广程度决定着学术成就的大小，却是事
实。我们只有通过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去努力接近这个目标。［９］

研究敦煌文学是如此，研究别的学科亦莫不如此，只有如项先生那样，经过艰苦的磨砺，把“笨功夫”
下够了，方可有真正的学术成就可言的。
不过，想要下“笨功夫”勤苦磨砺，努力钻研，如果不能平心静气，而是心浮气躁，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项先生常常会给弟子们讲述《楞严经》中“月光童子”的故事，这是勉励我辈，在勤苦磨砺和发奋钻
研中，应像月光童子“修习水观”那样，做到静如止水，澄如明月，方能静了群动，空纳万境，这样才能静心
磨砺，刻苦钻研，学有所成，研有所得的。

（三）敬畏学术、礼敬前贤的谦逊态度
项先生深知为学不易，所以总是表现出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对前贤的礼敬之意。他曾经在一篇文

章中这样说：
敦煌文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不限于中华文化）的一大

幸运。多年来海内外敦煌学的研究，已使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学术门类有了长足的进展，而更大
的进展则是可以预期的。作为这笔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人，我们应该对它怀有十分尊重的态
度、十分珍惜的心情，努力去恢复它的原貌，阐释它的真义，使它在今天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
作出贡献，而万万不可去伤害它。我曾看见过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土文物的情景：那样仔细地剔
除粘连在外的泥土，使古物焕发光华；那样小心翼翼地举手投足，唯恐给古物造成任何新的损
伤。我们研究敦煌文献，虽然不一定接触原卷实物，可是对于文献的内容，也应该抱着十分严
肃认真的态度。每改一字，每立一说，都要力求做到证据确凿。［１２］

要像发掘出土文物那样小心翼翼地对待敦煌文献的整理，要“对它怀有十分尊重的态度、十分珍惜
的心情，努力去恢复它的原貌，阐释它的真义，使它在今天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万万不可
去伤害它”，项先生是这样说的，数十年如一日也正是这样做的。这种对古文献的“尊重的态度”和“珍惜
的心情”，就正是对学术的敬畏之心。项先生上面的一段话，虽然是在特定背景下针对一些特定对象讲
的，但对于我们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而言，也是谆谆教诲。
正因为敬畏学术，所以，一定会礼敬前贤，这也是有良心的学者一种起码的品格修养。在这方面，项

先生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项先生对那些为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的前辈学人，总是时时怀敬
仰之心，随时不忘致感激之情的。如项先生在敦煌变文的考校注释中已取得显着成绩并赢得同行们由
衷赞扬时，他没有忘记前贤在此道上有过付出和开创。王重民等六位先生在合作校订的《敦煌变文集叙
例》中，曾谈到过他们校理敦煌变文的计划和步骤：一、校印本；二、选注本；三、影印本。但先生们仅完成
了第一个计划。项先生在为《敦煌变文选注》撰写前言时说：

可惜由于当时的外界形势，六位先生只完成了校印本（即《敦煌变文集》）一种。现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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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王重民和向达两位先生已归道山，然而他们弘扬学术的不朽业绩和设计蓝图，却鼓舞着我
们去继续完成由他们开始的事业。这本《敦煌变文选注》，可以说就是遵照六位先生关于“选注
本”的设想而写作的。［６］７

不仅对前贤的“不朽业绩和设计蓝图”心怀感激，而且将自己的贡献看作前贤的未竟之业，其谦逊态
度，溢于言表。
再如，项先生在完成《王梵志诗校注》后，亦曾在前言中追忆前人的贡献，从刘复的《敦煌掇琐》、胡适

的《白话文学史》等，一直追述到赵和平、邓文宽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以及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
辑》，不忘前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的方便，并对所有帮助过书稿写作的先生一一致谢，并且不断在修订、
再版《补记》《又记》中提及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向曾经提供过帮助的人表示谢忱，生怕有所遗漏。在《增
订本又记》中，项先生特别记录到：

半个月前我尊敬的季羡林先生仙逝了，犹记二十多年前，我在撰写《王梵志诗校注》的初稿
时，得到了季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前辈周一良、王永兴先生、宿白先生的鼓励和扶持，初稿以手稿
影印的方式，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全文刊载。往事
历历在目，而哲人其萎，令我倍感凄怆，我在这里表达无限的感激和哀思。［５］４１－４２

读着这些充满深情而几近感激涕零的文字，亦不禁令人对“哲人其萎”同生悼念和缅怀之情。
又如，项先生在写作《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时，首先充分肯定了任二北先生的成就和《总编》的学术价值：
任半塘先生的巨著《敦煌歌辞总编》，收辞多达一千三百多首，合歌辞与理论于一编，是目

前这一领域收罗最广、用力最勤的总结性著作。今后一切研究敦煌曲的学者，相信都将以《总
编》所达到的成就为立足点，由此出发去进行新的探索。［１３］

始终不忘自己的研究是在前贤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始终不忘前人的成就和贡献，始终对学术存敬
畏之心，始终对前贤怀感激之情，这也是项先生示范给我们的学人品格。
项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益，除上述几点之外，另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态

度，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汇贯通，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的治学特色，以及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卓绝贡献
等等，海内外同行专家，以及张涌泉教授、张子开教授等诸位同门都曾多次言及，便无须再饶舌了。

四、相传薪火固津梁

项先生四十年来澄心静虑，勤苦努力地攻艰克难，以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为己任，以对敦煌俗文学
文献的大面积精细校订与准确解释，帮助万千读者顺利地读懂原始文献为终身事业，从而不断地把敦煌
学推向前进，既很好地守护与传承了祖国的历史文化，为中华学术赢得了持久的声誉，为中华人文学术
“树立了标杆”，同时，其道德文章也为后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项先生对于敦煌文献，不知疲倦地求真
貌、索真意，恰如韩愈《进学解》所描绘者：“爬罗剔抉、刮垢磨光”［１４］１４６；“补苴罅漏，张惶幽眇。寻坠绪之
茫茫，独旁搜而远绍”［１４］１４７；“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１４］１４７除了人类因科
技的进步，其“继晷”无须再“焚膏”之外，其余则并无二致了。
项先生的学术追求，已经与敦煌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敦煌学已然成为项先生的生命构成，而项先

生的敦煌学研究早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所以，项先生的敦煌学研究很值得系统总结、深入研
究。比如，项先生的治学理念、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等等，都值得全面总结，尤其是学术界对项先生不少
研究成果的质疑、商兑，就很需要做全面的清理，选择和肯定那些在质疑、商兑中呈现出的一些真知灼
见，剔除那些自以为是而想当然者的诸多谬误，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学术殿堂中对项学批评的“爬罗剔
抉、刮垢磨光”，通过这项工作，可以使项学更加大放光彩。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研究项学：就项学的形成、项学的成就、项学的特色、项学的评议、项学的传承与

未来发展等等，展开系统总结与探讨，这对项学的承传有益，对敦煌学的发展有益。从某种意义上说，研
究项学，其实也是研究敦煌学的组成部分；总结和研究项学，继承和发扬项学，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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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敦煌学，是为了巩固和拓展以及更好地发挥项先生敦煌学成就的津梁作用，使从事敦煌学研究
的后来者，能够通过这一宽阔稳固的桥梁，顺利地到达自己学术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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